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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文论的一致性与错位

———以茅盾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文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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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茅盾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文论的论述中，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共同承担着为 “为人生”的

社会责任，在内容上，都将科学、历史纳入视线之中，在语言方面则都竭力倡导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

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外源性质、被侵略的性质与抵抗性质，但二者面向的群体不同，

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文论之间既有一致性也有微妙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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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最初的基本格局，是以文学社

团和文人团体为单位构建的。文学社团的出现及其

历史性的存在，是中国现代文学极其重要的现

象。”［１］无疑，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

重大影响力的社团。但是，这里有一个十分有趣的

现象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文学研究会中对中国现

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作家，同样对中国

儿童文学文论与儿童文学创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如

周作人、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他们参与翻译、

改编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创作童话故事，发表关于

儿童文学的评论文章或是编辑出版丛书等工作。

重要刊物 《小说月报》不仅发表现代文学作

品，同时也给儿童文学留下了一份园地。因此，社

会、历史背景，作家、刊物等的相同性势必会使现

代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不会泾渭分明。当

然，基于读者的不同，也不会如出一辙。

朱自强老师在 《１９０８—２０１２文学与现代化进

程》一书中，提及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中忽略

的一个问题，“先行的以周作人为代表的 ‘儿童本

位’的儿童文学文论，与随后出现的以叶圣陶、

冰心为代表的儿童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错

位！”［２］１７１－１７２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茅盾作

为早期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且是名副其实的现代

文学巨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



位。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茅盾从北京大学预科毕

业以后，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便与有着 “中国编辑

儿童读物第一人”的孙毓修一起从事编辑工作。

茅盾翻译、创作了供儿童阅读的作品，并在３０年
代发表了一些关于儿童文学的评论，在中国儿童文

学史上同样有着十分重要作用。那么，我们是不是

可以通过茅盾来探究一下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

文论之间的一致性和错位呢？本文通过对茅盾２０
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文论的梳理、对比来对这一问
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认识人生”的社会功用

文学研究会在文学思想上明确提出 “为人生

而艺术”的主张，他们普遍关心社会问题，用敏

锐的眼光洞悉人生问题，这同样是茅盾早期的文学

观。“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

的人生，绝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

民族的人生。”［３］９以振聋发聩之声，彰明着文学家

的责任，因此他也就否定了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

他认为文学是人生的真实反映，并断言 “文学于

真实地表现人生而外，又附带一个指示人生到未来

光明大路的职务，原非不可能。” “我们承认文学

是负荷了指示人生向更美善的将来，并且愿意信奉

力行此主张，便亦不妨起而要求文学者行动的一致

了。”［３］６０３茅盾在此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不仅是

表现和暴露社会的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引导人

们走向光明的作用。通过对俄罗斯、保加利亚、匈

牙利、挪威、波西米亚等国文学的介绍，更是让茅

盾认可文学对于政治、社会的作用。在这一方面，

茅盾对儿童文学的使命、功能方面的论述与他提倡

的 “为人生”的文学社会功用有着一致性。

茅盾用苏联有名的儿童读物作家玛尔夏克的话

“浇心中块垒”，“‘儿童文学’是教训儿童的，给

儿童们 ‘找到生活之路’的，帮助儿童们选择职

业的，发展儿童的趣味和志向的。”［４］４２０ “我是主

张儿童文学应该有教训意味”［５］教训在此也就是教

育的意思。这一观点在茅盾创作的童话之中也可初

见端倪，《寻快乐》中便是为阐述勤俭会让人快乐

的教育思想；在 《书呆子》中开篇便直接揭示教

育的主旨，希望以此篇童话，让不用功的学生可以

用功学习，用功学习的学生更加用功学习。在

“为人生”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这些故事的

结尾往往要加上一个教训的尾巴，结果就损害了作

品的艺术性。同时，茅盾也在将成人的世界看作是

完善的东西灌输给儿童。

有一个问题，我们应注意到，即茅盾 “为人

生”的文学观是有所转变的。在 《创作的前途》

中，茅盾认为描写老百姓的良善、简单是应当和必

须的，但他却痛惜这类作品被写坏了，“把忠厚善

良的老百姓，都描写成愚鎚可厌的蠢物，令人诽

笑，不令人起同情。”在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

说》中，茅盾对将文学看做是消遣之事、游戏之

事、载道工具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但有意味的是，

此时的论述中，茅盾开始摆脱过去宣扬文学要

“‘宣泄人类的共同情感’”的带有超阶级色彩的主

张［６］，茅盾提及一阶级人和别阶级人在容貌举止、

说话腔调的相异之处。新思想是要同情于第四阶

级，爱 “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强调作家要有正

确的人生观，有冷静的头脑和深邃的眼光，万不能

将 “将描写无产阶级穷困的小说反成了讪笑讥刺

无产阶级的粗陋与可厌的了。”［３］２６２１９２５年，茅盾
在 《论无产阶级艺术》中，详细地探讨了无产阶

级的产生条件、与旧世界艺术的区别、艺术内容、

艺术形式等问题，源于对 《论无产阶级艺术》的

编译工作，使茅盾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了一

定的了解。在 《给西方的被压迫的大众》一文中，

茅盾明确指出，中国左翼文学的任务不但是要和统

治阶级的统治暴力作斗争，而且要和 “白色文化

政策”斗争，由此可见，茅盾 “为人生”的文学

观，有着从超阶级到具有阶级色彩再到明确表明阶

级本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茅盾创作的儿童小说中，
《少年印刷工》的主人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

少年形象，《大鼻子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因为

战争失去家园和父母的流浪儿， 《儿子开会去了》

中的小主人公参与到抗日游行示威的群众运动中，

“他要跟群众走，怎么肯跟你母亲走呢？”可以说，

儿童形象的选取已经有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和阶级色

彩的考量。茅盾的儿童文学文论在相关的论述中也

有了此倾向性，那便是茅盾表现出了对苏联儿童文

学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如在 《关于 “儿童文学”》

一文中，茅盾十分推崇被高尔基誉为苏联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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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奠基人”的玛尔夏克，而且对苏联儿童文学

家也是如数家珍，如柴姆却洛夫、潘洛芙斯卡耶、

曹洛托夫斯基……他认为 《时钟的故事》《问题十

万》等当时最新颖的 “儿童读物”是苏联儿童读

物作家伊林所著。可见，中国儿童文学对外国儿童

文学的借鉴和转向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

义的苏联，这一动态是与整个现代文学发生、发展

的社会背景相一致的。

二、对科学、历史内容的关注

“一百零一册的 《儿童科学丛书》。在文艺性

儿童读物充斥市场的现今，区区一百零一册的

《儿童科学丛书》可算是九牛一毛。”［７］４８５茅盾在此

表现出了对儿童科学类读物的关注，在 《论儿童

读物》中这种关注度更是不减，“而此项读物中尤

以关于科学的及历史的读物最为缺乏。”［７］４８８在

《关于 “儿童文学”》一文中，他对此问题再次重

提，儿童文学读物中有两个问题还不是让人十分满

意，其中之一便是儿童读物现在虽已由小说、故

事、寓言、诗歌开拓到 “史地”“自然科学”，但是

关于科学、机械、现代生活方面的儿童读物还是一

个很大的空缺。再如在 《几本儿童文学杂志》中，

茅盾更是表现出了对科学体裁类儿童读物的极大担

忧和迫切需求，认为 《童话月刊》中尤其不妥的便

是 “科学新闻”一项下只有 《新兵器常识》。

科学和历史小品 “这两种是新的东西，是新

的尝试。现在试验的时间尚不过半年光景，（倘使

时间问题不能含糊，那么，应当说科学小品已经有

了十个月的历史，而历史小品还不满半年）”［４］５０４，

科学小品是周作人自域外引进的，讲究不仅要有

“科学的真实”“简要精美”，而且要有 “文艺的趣

味”。１９３３年在由陈望道主编的 《太白》半月刊

中，茅盾为抨性灵、闲适的小品文，开始正面提倡

科学小品文。但此刻提倡科学、历史小品文更为深

层次的原因是，他迫切地希望通过科学或历史与文

艺的联姻，而使科学或者历史走进处于水深火热的

大众之中，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为大众

求得自身解放助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出于现实的考量，茅盾不论是在
中国现代文学文论还是儿童文学文论中，对文学作

品中科学、历史知识的提倡是如此一致。

茅盾接着谈到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与儿童读

物之间的问题，他指出儿童的求知欲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发生变化的，猫哥哥狗弟弟这类简单的故事

或者是历史传说以及神话故事是面向７～１０岁的孩
子，而如 《宝岛》一类的西洋文学名著的译本是

面向１４～１５岁的孩子，那么１１～１３岁的孩子是无
书可读的。茅盾敏锐地意识到现在的问题不仅是初

级的儿童读物缺乏新鲜的题材、内容辗转抄袭，而

且高年级的儿童读物更是非常匮乏，而此项读物中

关于科学和历史主题的则最为稀缺。“而在文艺读

物中，他们又喜欢历史的题材。同时他们的好奇心

也发展到了合理的程度，对于宇宙万象和新奇事物

都要求合理的科学的解释。他们不再相信神话中的

事物起源的故事，他们扭住了母亲，要她说 ‘真

话’”［７］４８９。因此，笔者认为茅盾对儿童文学中科

学、历史内容的提倡，不仅仅是呼应革命高潮的现

实，而且也是基于茅盾深谙儿童的特点、儿童的需

要、儿童的接受能力，即尊重儿童成长规律之上提

出的。

三、文学书面语形式的主张

从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再到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初期 “大众语”的问题，语言作为文艺传

播书写的载体，茅盾是一直关注的。如在 《语体

文欧化之我观》中他强调对于采用西洋文法的语

体是赞成的，但是又主张不能让人不理解；在

《驳反对白话诗者》中，茅盾驳斥了白话诗实为迎

合少年心里，没有声调格律等问题；在 《问题中

的大众文艺》中，茅盾论及读得出听得懂是大众

文艺最起码的条件，另外还要带给读者感动，二者

缺一不可；在 《白话文的清洗和充实》中，茅盾

提出要改良目前的白话文，其一要剔除陈词滥调，

避免无用的文言字眼和欧化句法，其二要充实现在

的白话文，可借用文言词语，使之复活成为口头

语，还可采用方言。

周作人曾在 《文学革命》中提及，文字改革是

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文字改革顾名思义就

是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前

结构，可以先定地制约使用者的思想情感与思维逻

辑。白话文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语体。”［２］３５对于儿

童文学的语言问题，茅盾也是不断关注和探索的。

０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２月



“想起了儿童文学，第一个迫到我们面前来的

问题当然是怎么使儿童容易懂得。其实这个问题不

但儿童文学的作者应该注意，一般文学的作者都应

该注意……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４］４９１这是茅盾对

现代文学与现代儿童文学共同的主张。且白话语体

对儿童文学更是具有本体性的意义，因为儿童文学

所要表现出的文学世界是白话文所构筑的，“中国

儿童文学拒绝文言语言系统，就是拒绝一个不属于

儿童精神甚至扼杀儿童精神的一个旧文学世界；呼

唤白话文学，就是要拥有一个全新的属于儿童的文

学话语系统。”［２］３５－３６基于儿童这一群体，茅盾也注

意到儿童语言的特殊性，仅语言通俗易懂是不够

的，并不一定会给儿童带来满足和新鲜感。

最重要的便是忌讳语言的枯燥，应有 “兴

味”。 “叙述的问题太干燥，甚至有些 ‘半文半

白’，儿童读了会被催眠。”“然而那些西洋少年文

学的译本也大多犯了文字干燥的毛病，引不起儿童

的兴味。”“在科学的机械的儿童读物面前，我们

应该避免枯燥的叙述和 “非故事体”的形

式。”［４］４１９－４２２在 《几本儿童杂志》中茅盾指出，

《童年月刊》最有问题的便是 “半文半白” “不文

不白”的句子。鉴于这些问题，茅盾强调儿童作

品的翻译须简单平易且要生动活泼，反复叙述要有

幽默之感，即 “活泼地天真和质朴的动作”。可以

说，在茅盾看来，是否有趣是衡量儿童文学作品优

劣的标准之一。

其次，茅盾提倡要使用活泼故事体的形式来叙

述故事，用 “新的神奇的故事去吸引儿童”。 “研

究儿童文学理论时，倾听儿童读者的声音是十分重

要的。儿童的感性发达而又敏锐，他们可谓一语道

破了故事的本质———儿童文学是 ‘故事’文

学。”［８］茅盾注意到了儿童的思维乃是故事性的思

维，并指出故事的叙述中要有想象力、表现力，给

儿童 “热闹”“紧张” “奇异” “泼辣”之感，儿

童是喜欢故事中的英雄的，那么故事中必须有英雄

色彩。让儿童在有趣的英雄事迹中去认识人生，在

艺术形象中给儿童以教育，而不要采取说教的

姿态。

总之，通过茅盾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文论中对
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论述梳理，针对文学

“认识人生”的社会功用、对科学、历史内容的关

注、文学书面语形式的主张三个方面的探究可知：

民间文学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儿童文学，在出版的

《童话》丛书中，茅盾将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进行

整理改造，这是经过现代化转化的。对文学科学、

历史内容的关注和文学语言的主张，是与同样产

生、发展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文学相互关联

的。“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

学有机的一部分，而且还标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

代性高度，儿童文学的论述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

史论述的题中之义。将儿童文学置于中国现代文学

的整体之中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凸显出中国现代文

学的完整面貌和真实的现代性质。”［９］儿童文学与

现代文学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外源性质，被侵略的性

质与抵抗性质。很明显，我们在其中可以窥见现代

文学文论与儿童文学文论在同一批作家，同一刊

物、同一社会背景影响之下的一致性，但毕竟儿童

文学与现代文学面向的群体又不相同，因此，现代

文学文论与儿童文学文论又略有错位，但２０世纪
无疑是将儿童视为独立主体的 “人”的存在的开

始，这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补充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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